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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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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

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

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

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

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绿化水平与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关联；② 社区绿化通过

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③ 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

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绿化水平与健身时长和心理压力的关系，中低收入群体强

于高收入群体，女性群体强于男性群体。本文以期丰富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绿化环境与公共

健康的实证研究，并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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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将“健康中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如何通过提升人居环
境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社区环境
对居民健康的邻里影响[1]。邻里影响是指邻里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的行为方式与个
人境遇，从而对他们的就业机会、子女教育、犯罪倾向和健康状况带来一定的影响[2-3]。作
为邻里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绿化环境的社会生态服务功能能够增进居民健康水
平[4-6]。因此，从地理学视角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路径和机制，探究提升
居民健康的主动式空间干预手段，可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理
论支持。

基于城市生态系统理论，学者们开始关注绿色空间在健康社区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以及绿化环境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5, 7]。社区绿化水平的测度指标包括绿量指数（如归
一化植被指数 NDVI）、绿化覆盖率、绿地率、街道绿视率和绿地可达性等 [8]。植物种
类、规模、质量和可达性等绿色空间的属性不仅影响其生态和社会效益，也影响人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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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绿色空间的动机和机会，而单一绿化指标无法表征绿色空间的不同属性。因此，综合
运用多种指标测度社区的绿化水平，能够更全面地揭示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健康的复
杂机制。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可归结为 3 方面 [5]：① 缓解环境压力路径
（Reducing Harm）：社区绿化通过改善空气质量、消除噪音和调节气候增进居民健康[6, 9-11]；
② 恢复力路径（Restoring Capacities）：观赏绿植有助于降低精神压力并修复涣散的注意
力，从而降低高血压和心理疾病等慢病风险[10, 12-17]；③ 建设力路径（Building Capacities）：
绿色空间为周边居民开展体育锻炼提供舒适宜人的场所，从而增强居民的身体素质并缓
解他们的精神压力；绿色空间也为周边居民开展邻里互动和集体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场
所，提升社区凝聚力，约束不健康行为并防范健康风险[18-20]。

由于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具有复杂性，测度社区绿化水平的各项指标与居民健
康结局之间的关联强度并不一致。例如，相较于植被覆盖度而言，街道绿化（绿视率）
在防尘降噪和缓解心理压力所起到的作用更强[15]。相对而言，植被覆盖度、街道绿视率
和公园绿地可达性均能发挥鼓励体力活动和促进邻里交往的作用，从而促进居民健康水
平[11, 16-20]。由于不同社会群体使用绿地的机会和动机不同，且弱势群体（如老幼群体、低
收入群体、女性等）获取资源能力有限[21]，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存在差异[4]。既有研究表
明老年人更加依赖社区绿地资源[22]，老年人受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23]，社区绿化
水平高能降低儿童身体质量指数并提高儿童心理健康水平[24-25]，低收入社区的绿地可达性
较差[26-27]，社区绿化环境好能降低收入造成的健康不平等[28]。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存在性
别差异，例如绿化环境可达性好能够增强女性户外体力活动的意愿[29]；社区绿化能够降
低女性的出行危险感知，对女性的健康影响更显著[30]，因此提高邻里绿化的可步行性能
够提升女性运动水平[21]。

国内健康地理研究方兴未艾。早期研究大多在中宏观尺度上开展，研究主题包括居
民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31]、城镇化进程与健康的关系[32]和环境污染物与健康的关系[33]等。
近年来开始转向邻里尺度，评估各种城市建成环境因素（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景观
设计和公共服务设施）对各种健康结局（如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肥胖与超重、慢病发
生率和主观幸福感） [34-38]的影响强度，以及个人家庭因素（如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
位、行为习惯和家庭构成）对各种建成环境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34-36]。然而既有研究存在
以下局限：首先，尽管有学者估计城市社区绿化环境与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相关关系，
但至今鲜有研究阐明不同特征的城市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心理—社会—
行为机制。其次，学者们往往假设受访对象随机地被分配到调查社区中，从而忽视了居
住自选择机制，可能导致邻里环境健康效应结果的偏误[35]。此外，既有研究缺乏对城市
弱势群体关注，尤其缺乏绿化环境健康效应的中间机制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比较。

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
标，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
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以期丰富
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绿化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实证研究，并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
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为广州内城6区（越秀、荔湾、海珠、天河、白云、番禺）。主要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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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 年 1 月开展的社区问卷调查。
调查抽样方法如下：① 采用多阶段
分层PPS抽样调查法选取30个案例社
区，涵盖商品房、历史街区、单位社
区、保障房及城中村 5 种社区类型
（图 1）；② 基于六普常住人口比例，
采用分层比例抽样确定各社区问卷数
量；③ 采用 Kish 法在受访家庭内抽
取 1名成年家庭成员。调查共收集了
1029份有效问卷，剔除缺失值后，最
终样本量为 757份。因采用严谨的抽
样方法，样本代表性较高。

街景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街景时
光机的全景模式下爬取的 2016 年街
景照片。案例社区街景采样点选取原
则为：在各社区出入口、外围街道按
50m间隔进行采样点布置，以平视视
角（人眼真实视角）在东南西北（对
应 0°、90°、180°、270°） 4 个方位爬取街景图片。其他数据源为 2016 年 12 月 7 日的
Landsat-8精度为30 m×30 m卫星遥感影像。
2.2 研究框架与变量选取
2.2.1 研究框架 鉴于本文可获取的数据类型，参考已有文献，社区绿化环境指标从周围
绿化程度和可达性两方面选取[8]，周围绿化程度包括NDVI、公园绿地占比和绿视率3个
指标，分别表示社区周边绿色植物量（水平视角）、水平绿化情况和街道两旁的垂直绿化
情况（垂直视角，即人眼视角）；可达性水平由离最近公园的距离所测度，该指标反映了
社区居民使用周边大型公共绿地的便利程度。影响路径则重点关注恢复力和建设力两方
面来建构框架，即促进健身时长、缓解心理压力和促进社会交往（图2）。不同年龄、性
别、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对绿色空间的使用偏好和使用机会有所不同，导致绿色空间对不
同人群的健康效应存在差别[4]。因此，本文不仅探究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3组中
介机制（健身时长、心理压力、社会交往），还探究受访者的性别和收入所起到的调节
作用。
2.2.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选取自评健康水平，该变量为连续变量，取值范围是 5~
15。该变量基于SF-36量表（健康调查量表）中的一般健康状况（General Health）和躯

图1 案例社区分布(数字代表30个社区的编号)
Fig. 1 Location of sample neighborhoods in Guangzhou, China

图2 研究框架
Fig. 2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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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疼痛（Bodily Qain）模块共3道问题，采用Likert-5量表测度。其中，一般健康状况的
问题为“您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答案为“非常好”“良好”“一般”“较差”和

“非常差”，分别赋值5~1。躯体疼痛的问题为“过去一个月内身体疼痛吗？”和“过去一
个月内身体疼痛是否影响您的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答案为“没有”“偶尔”“有时”

“经常”和“总是”，分别赋值5~1。该量表信度系数α为0.80，表明可信度较高。
解释变量采用NDVI、公园绿地占比、最近公园的距离和绿视率（Green View Index），

分别表征社区周边的绿色植物量、水平绿化情况、大型公共绿地可达性和街道两旁的垂
直绿化情况。NDVI为社区边界周边的1km缓冲区内所有像元NDVI的平均值；公园绿地
占比基于百度地图所绘制公园绿地的边界，为社区边界周边 1 km 缓冲区内公园绿地
（G1）用地的占比；最近公园的距离为社区重心到最近公园绿地边界的路网距离；绿视
率水平为该社区所有已爬取的街景图片绿色植物像元占比的平均值[39]，由北京城市象限
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urbanxyz.com/#projects）开发的“猫眼象限”程序计算而得。
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所有社区绿化指标的VIF均小于3，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中介变量选取健身时长、心理压力、和社会交往，均为连续变量①；控制变量选取年

龄、性别、学历、个人月收入、户口的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属性变量。所有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2.3 研究方法
2.3.1 多层模型 本文运用STATA 14.0软件开展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多层回归模型
充分考虑数据嵌套性，能精确计算不同地理层级要素的贡献程度。在本文中，第一层为

757名受访者个体，第二层为30个调查社区②。
2.3.2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是指自变量Z（社区绿化环境）通过
中介变量M对因变量Y （自评健康）产生影响。多层级中介效应模型是多层线性模型和
中介效应模型的结合，可探讨多层数据结构下不同层级变量间的影响，尤其是高层级自

① 中介变量选取问题为：健身时长为“最近一周户外健身时间是__小时”；心理压力为“在过去一个月内是否由于情绪

问题（如沮丧焦虑）影响到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总是、经常、有时、很少、没有分别赋值为5~1）；社会交往包括邻里交

流、信任、社区参与等，包括“人们愿意互相帮助”“邻居们经常相互串门”“小区的人值得信任”“小区居民见面能打招呼”

“小区居民能共同处理问题”“小区居民经常交流健康相关信息”（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别赋值5~

1，该指标取值范围为30~6）。

② 多层模型公式为：Yij = α+βXij+γZj+μj+εij。式中：个体 i（1~757）嵌套于社区单元 j（1~30）中；Yij为社区 j中 i的自评健康得

分；Xij为个体层级变量；Zj为社区层级变量；α为截距；μj为社区层级残差；εij为个体层级残差。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sampled neighborhoods

变量

年龄

户口

本市(%)

外地(%)

学历

初中及以下占比(%)

高中/中专/大专占比(%)

本科及以上占比(%)

均值/比重
(标准差)

42.81(13.753)

77.30

22.70

16.90

65.40

17.70

变量

性别

男性占比(%)

女性占比(%)

个人月收入(元/月)

0~1499(%)

1500~4999(%)

5000~8999(%)

> 9000(%)

均值/比重
(标准差)

49.10

50.90

2.40

44.30

46.20

7.10

变量

自评健康水平

NDVI_1000 m

公园绿地占比

绿视率

最近公园的距离

健身时长

心理压力

社会交往

均值/比重
(标准差)

12.624(1.864)

0.117(0.093)

0.033(0.023)

0.215(0.074)

0.843(0.328)

4.485(3.395)

1.794(0.790)

17.913(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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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对个体层面因变量的影响，强化了中介效应的解释力度③。本文采用此模型探究各影

响路径，用逐步回归检验系数法检验其中介效应。
2.3.3 倾向值匹配法 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通过对处理组与控
制组样本的逐一匹配，达到随机分配效果，以控制可观察变量导致的自选择机制干扰。

PSM基本过程为：根据可观测的混淆变量④，通过Logit模型估计每个样本归入处理组的

概率，得到其倾向得分，然后将倾向值最为接近、但分属两组的样本进行逐一匹配。为

稳健起见，本文采用邻近匹配、半径匹配⑤和核匹配3种方法，以获得类似于随机试验的

设计效果。最后，得出各绿化指标对健康的平均影响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ATT）及显著性。

3 结果分析

3.1 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和路径
构建空模型（Null Model）估计社区层和个体层因素对受访者自评健康水平总体差

异的贡献。自评健康空模型组内相关系数（ICC）为0.2513，即社区层因素解释居民自评
健康差异的 25.13%。当纳入个体层和社区层变量，似然比从空模型的 2920.599下降至
2632.262，表明绿化环境能有效解释居民健康在社区层面的异质性，适合建立多层模型。
表 2 中模型 1 为基准模型，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性别（β = -0.374，P <
0.05）、年龄（β = -0.770，P < 0.01）和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β = 0.579，P < 0.05）与
自评健康呈显著相关；NDVI （β = 1.584，P < 0.01）和公园绿地占比（β = 1.489，P <
0.1） 与自评健康呈显著正相关；绿视率 （β = -1.418，P < 0.01） 和最近公园的距离
（β = -1.970，P < 0.01）与自评健康呈显著负相关。将健身时长、心理压力、社会交往作
为因变量开展多层级线性回归分析（模型1a~1c），发现NDVI和绿视率与居民健身时长
呈显著正相关，最近公园的距离与健身时长呈显著负相关；公园绿地占比、绿视率和最
近公园的距离与心理压力呈显著正相关；最近公园的距离与社会交往呈显著负相关。当
采用不同指标测度社区绿化时，社区绿化环境与居民自评健康的关联不同。

表 2中模型 2在基准模型上同时加入了健身时长、心理压力和社会交往 3个中介变
量，发现NDVI（β = 1.757，P < 0.01）及公园绿地占比（系数β = 1.719，P < 0.05）与自
评健康呈显著正相关，绿视率（β = -1.428，P < 0.05）和最近公园的距离（β = -1.786，
P < 0.01）与自评健康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压力（β = -0.431，P < 0.01）与自评健康呈
显著负相关。采用Sobel检验判断以上变量是否起中介作用，仅心理压力通过检验（Z =
5.136，P < 0.05）。由于案例社区多数位于人口密度较大的老城区，社区周边大中型公园
数量与外围地区仍存在一定差距，公园距离越近，越能增强居民去公园的意愿，且眺望
绿色植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肾上腺素分泌和交感神经的兴奋，从而缓解心理压力，进
而影响居民自评健康水平。

对 4种绿化指标采用PSM进行稳健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es），将处于各绿化指
标排名前50%的社区居民作为处理组，其余居民作为控制组，再将表1中控制变量加以
控制。在部分控制了自选择机制干扰后，社区绿化和居民自评健康仍存在显著相关（表3）。

③ 中介效应分析的公式为：（1）Yij=α+βXij+γZj+μj+εij；（2）Mij=α+βXij+γZj+μj+εij；（3）Yij=α+βXij+γZj+Mij+μj+εij。式中：Mij代表

中介变量。

④ 基于城市生态系统理论，引入性别、月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等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作为混淆变量加以控制。

⑤ 参考以往文献，本文半径采用样本估计倾向值标准差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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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影响的群体差异

3.2.1 绿化环境对不同收入群体自评健康的影响差异 由于低收入群体（＜1499元）样

本量仅占2.4%，考虑样本数量和广州人均月收入情况，选取个人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群

体作为中低收入（353份）进行分层分析，探讨绿化环境对不同收入群体健康的差异影

响。中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空模型 ICC分别为 0.1559和 0.4359，表明两类群体健

康水平的整体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均源自于社区间的差异。

表2 社区绿化环境与自评健康、健身时长、心理压力和社会交往的关联及中介效应
Tab. 2 The association and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neighborhood greenery, self-rated health,

physical activity durati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指标

绿化环境

NDVI_1000m

公园绿地占比

绿视率

最近公园的距离

中介变量

健身时长

心理压力

社会交往

个体属性

性别(参照组：男)

年龄

户口(参照组：本市)

教育(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大专

本科及以上

收入

组间方差

组内方差

对数似然值

AIC

模型1
因变量：自评
健康(路径A)

系数
估计值

1.584***

1.489*

-1.418***

-1.970***

-0.374**

-0.770***

-0.021

0.394

0.579**

0.152

0.442

1.752

-1313.042

2655.731

标准误

0.589

0.692

0.537

0.533

0.101

0.062

0.054

0.172

0.227

0.119

模型1a
因变量：健身
时长(路径B)

系数
估计值

3.353**

2.364

2.890**

-2.868**

-0.389*

0.958***

0.157

0.095

0.531

-0.429*

2.251

7.351

-1858.136

3750.272

标准误

1.318

1.545

1.190

1.189

0.208

0.131

0.309

0.352

0.466

0.174

模型1b
因变量：心理
压力(路径C)

系数
估计值

0.202

0.296*

0.838***

0.591*

-0.055

0.086***

0.147

-0.052

-0.124

-0.524***

0.151

0.391

-750.564

1535.564

标准误

0.338

0.304

0.303

0.304

0.048

0.030

0.096

0.081

0.108

0.162

模型1c
因变量：社会
交往(路径D)

系数
估计值

1.091

2.101

0.287

-2.036*

-0.565*

0.134

-0.376

0.526

0.395

-0.237

1.985

9.467

-1949.368

3928.736

标准误

1.266

1.157

1.157

1.147

0.235

0.148

0.679

0.397

0.524

0.198

模型2
因变量：自评健康
(路径A、B'、C'、D')

系数
估计值

1.757***

1.719**

-1.428**

-1.786***

0.022

-0.431***

0.003

-0.397***

-0.699***

-0.003**

0.385

0.555

0.135

0.407

1.679

-1296.430

2628.861

标准误

0.571

0.670

0.521

0.519

0.017

0.075

0.016

0.010

0.065

0.147

0.168

0.221

0.084

注：* P < 0.10；** P < 0.05；*** P < 0.01。

表3 社区绿化与自评健康的关联：基于PSM的分析
Tab. 3 PSM analysis of neighborhood greenery on self-rated health

匹配方法

邻近

半径

核心

NDVI_1000 mATT值

0.792*

0.184*

0.201*

公园绿地占比ATT值

0.670*

0.398***

0.392***

绿视率ATT

-0.560**

-0.378**

-0.392**

最近公园的距离ATT值

0.590*

1.075***

1.076***

注：* P < 0.10；**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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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3为基准模型，探求绿化环境对不同群体自评健康总效应，结果显示所有绿化
指标均呈显著相关。模型3a′是将健身时长、心理压力、社会交往引入，在中低收入和高
收入群体中，绿视率、最近公园的距离的系数均小于模型3系数，中低收入群体中健身
时长（β = -0.049，P < 0.1）、心理压力（β = -0.538，P < 0.01）与自评健康呈显著负相
关，高收入群体中心理压力（β = -0.354，P < 0.01）对自评健康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对
中低收入和高收入两类群体而言，促进体力活动和缓解压力是社区绿化影响居民健康的
中间机制（表4）。

进一步采用Sobel Test检验中介效应。低收入群体中，压力缓解在最近公园的距离
（Z = 3.015，P = 0.003）、绿视率（Z = -3.227，P = 0.001）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中发挥部分
中介效应；在高收入群体中，压力缓解在最近公园的距离（Z = -3.951，P = 0.00007）
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压力缓解在最近公园距离和绿视率对低收入群体自评健康的影响
中发挥中介效应，压力缓解仅在最近公园的距离对高收入群体自评健康的影响中发挥中
介效应，说明社区绿化对中低收入群体健康效应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收入群体。邻里绿化
环境好、绿地可达性高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到户外减压，而高收入群体仅受可达性影响，
原因为高收入家庭机动车拥有率较高，日常生活方式和活动范围与中低收入群体有所差
异。调研过程中高收入受访者表示平时休憩娱乐时间较少，会选择健身等其他方式减
压，因此对社区绿化依赖程度低。
3.2.2 绿化环境对不同性别群体自评健康的影响差异 进一步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
应在不同性别群体间的差异。女性群体空模型和男性群体空模型的 ICC分别为0.2640和
0.3125，表明女性和男性群体健康水平的整体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社区间的差异。

模型4为基准模型，探求绿化环境的自评健康总效应。NDVI、公园绿地占比、最近
公园的距离对女性群体自评健康呈显著相关，4种绿化指标对于男性群体自评健康呈显
著相关。模型4a′将健身时长、压力、社会交往引入，结果显示，女性群体中最近公园的

表4 社区绿化对不同群体健康影响的分层分析(收入与性别)
Tab. 4 Stratified analysis of neighborhood greenery and self-rated health by income and gender

指标

绿化环境

NDVI_1000 m

公园绿地占比

绿视率

最近公园的距离

中介变量

健身时长

心理压力

社会交往

组间方差

组内方差

对数似然值

AIC

模型3
因变量：自评健康

(路径A)

系数
(中低收入)

1.163*

1.630**

1.273*

-1.273*

0.526

2.302

-664.696

1357.393

系数
(高收入)

1.856***

1.483**

1.527***

-2.431***

0.428

1.245

-640.479

1308.957

模型3a'
因变量：自评健康
(路径A、B'、C'、D')

系数
(中低收入)

1.448**

1.941**

0.710**

-1.112***

-0.049*

-0.538***

0.001

0.481

2.137

-651.443

1336.886

系数
(高收入)

1.857***

1.498**

1.299**

-2.142***

0.034

-0.354***

-0.005

0.338

1.215

-633.171

1300.455

模型4
因变量：自评健康

(路径A)

系数
(女性)

1.366**

0.998**

-0.802

-2.319***

0.462

1.787

-677.395

1386.790

系数
(男性)

1.647**

2.059***

-1.887***

-1.549***

0.489

1.513

-626.098

1284.195

模型4a'
因变量：自评健康
(路径A、B'、C'、D')

系数
(女性)

1.629***

1.439**

-0.251

-2.034***

-0.063**

-0.612***

0.010

0.403

1.616

-657.723

1353.446

系数
(男性)

1.532**

1.974***

-1.894***

-1.359**

0.033

-0.173*

-0.003

0.430

1.506

-623.857

1285.715

注：* P < 0.10；** P < 0.05；*** P < 0.01。模型已控制了表1所列的所有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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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系数小于模型4系数，男性群体中NDVI、公园绿地占比、最近公园的距离均小于模
型4的系数；女性群体中，健身时长（β = -0.063，P < 0.05）对女性自评健康呈显著负
相关，但并未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女性和男性群体心理压力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均呈显著负
相关，但女性（β = -0.612，P < 0.01）受心理压力的中介影响明显高于男性（β = -0.173，
P < 0.1）（表4）。

Sobel Test检验结果表明，女性群体中，压力在最近公园的距离（Z = -2.035，P <
0.05）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男性群体中，压力在最近公园的距离
（Z = -3.001，P < 0.05）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总体上女性群体的压力中介效应程度更
大。由于性别和体质差异，女性用于日常家务和照顾老幼的时间多于男性，因此活动范
围较小，相较男性而言更偏向于在周边的公园绿地进行减压；而男性群体不排斥去更远
的公园进行减压。另外，调研过程男性受访者表示，男性减压更多源自其他途径，相较
女性更少通过绿地进行减压。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广州问卷、遥感影像和城市街景，提取多种绿化指标，并使用多层模型和
中介效应技术，探讨了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
以及对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社区绿化环境与居民自评健康存在显著
关联；社区绿化通过减缓心理压力提升居民自评健康；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
社会阶层和性别的群体间存在差异，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女性群体的健康生活方式及健康
水平的影响更大。

对比以往研究，本文证实了中国城市背景下同样存在健康的群体差异，即心理压力
对中低收入和女性群体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原因为中低收入群体对社区绿化依赖程度
更高，高收入群体机动车拥有率较高，可以到远距离绿地休憩；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倾向
于在家周边开展运动进行减压。然而本研究中促进健身时长和社会交往的路径并不显
著，可能是本研究区绿化环境对健身时长具有遮掩效应；中心城区居民社会交往差异较
小，社区绿化促进社交的作用有限。本文从地理学视角阐明中国高密度城市中不同特征
的绿化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复杂影响路径和机制，补充了西方发达国家低密度城市所开展
的研究结论。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健康地理更加关注微观个体与地方的关系，基于

“心理—社会—行为”的分析框架，解释环境影响健康的社会行为机制，凸显地方（社
区）所承载社会文化意义。

本文具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建议在高密度的老城区通过见缝
插针方式，增加和设置可达性高的绿地和开放空间以提高绿地的服务水平，强化居民使
用绿地的意愿；加强社区城市绿色空间的连续性，规划建设覆盖面广和15 min内步行可
达的绿地公园；突出公平性、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根据不同群体社会经济特征，不同
社区绿化空间的规划布局应有所差异，重点改善和提升弱势群体社区的绿化环境。

本文存在以下几点不足：① 本文使用截面数据揭示了绿化环境与健康结局之间的关
联，未能识别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结合追踪调查数据；② 本文所使用的中介
变量（健身时长、心理压力水平和社会交往水平）均为自评指标，未来的研究可使用计
步器、手持GPS和心理学仪器等仪器，收集这些中介变量的客观数据；③ 未考虑个人饮
食习惯、基因体质和行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把相关因素纳入到问卷调
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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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ighborhood effect of residential greenery on residents'
self-rated health: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hina

YUAN Yuan1, 2, CHEN Yujie1, LIU Ye1, 2, DING Kaili3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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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natur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greenery environment has been consistently
linked to better health outcome.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greenery environment of
neighborhood is related to residents' health, but sca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biopsychosoci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neighborhood greenery affects resident' wellbeing. In
addition, a limited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valuated the healthy pathways between
neighborhood greenery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vulnerable groups in urban
setting. Based on neighborhood effect, three potential mediating pathways (namely, increasing
physical activity duration, reduc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facilitating social interaction)
linking neighborhood greenery to residents' self- rated health were explored from 757
participants of Guangzhou, China. In view of questionnaire data involving 30 communities and
greenery data obtained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 and streetscape data and etc., this research
employed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examine biopsychosocial pathways and mechanism linking neighborhood
greenery to residents' self-rated health,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e.
g. different income and gender groups). According to this empirical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achieved. Firstly,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greenery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residents' self-rated health outcome. Secondly, reduction in psychological stress
is a kind of pathway linking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greenery to residents' self- rated health.
Thirdly, the impact of neighborhood greenery on residents' self-rated health differs significantly
among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and neighborhood greenery has greater impact on the self- rated
health of low-middle income residents and female residents group, which means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reduction in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self-rated health is strengthened by neighborhood
greenery. This research findings enric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greenery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geography, and suggest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active spatial intervention and greenspace construction of the "healthy community" at the
neighborhood scale in promoting residents' wellbeing in Chinese urban settings.
Keywords: residential greenery; self- rated health; neighborhood effect; vulnerable groups;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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